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一方面戒惩于北洋时期滥借外债的祸害, 一方面侑于政府国际债信低下, 引

进外资活动在初期无甚建树。1929 年 4 月 , 由孙科主持 , 以政府与美国私人资本合作的方式 , 组建了

中国航空公司。它不仅是近代中国民用航空的嚆矢 , 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动引进外资发展新实业的开

端。但因多方面原因, 该公司成立仅一年多就寿终正寝。

对于南京政府时期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公司 , 学界关注甚少。① 本文利用馆藏档案和相关文献、

报纸与期刊, 就中美双方合办民用航空、中国航空公司筹办、结束这一过程展开论述, 考察中航历程中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争斗与妥协, 以期揭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引进外资政策, 特别是配套体制建设的

缺失导致的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争, 进而对国民政府以引进技术为导向, 吸引外资的方式做出评价。

一、利益的驱动: 中美合办民航

由于近代中国是农业国, 缺乏资本积累, 政府可控制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较为匮乏 , 因此对于引进

外资发展现代工业, 自清末新政以来, 历届政府都给予关注, 特别是至国民党当政时期 , 对于引进外资

态度积极。

就航空事业而言 , 满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年 ) 已置航空武备 , 但为附设于湖北、江苏、

直隶之气球队。[1](P373) 宣统元年 ( 1909 年) , 法国机师环龙 ( Vollan) 在上海作中国国内首次飞机试飞 ,

万人空巷前往参观, 飞机始为国人所识。鉴于飞机的巨大军事威力, 各届政府开始关注军航的发展。民

国二年, 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成立, 用以培养陆海军航空人才和研究航空器制造。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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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亦先后成立海军部飞机工程处、交通部筹办航空事宜处等机构, 管理军航。北洋各派系也开始在地方

创建各省航空。但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 中央政权的软弱与频繁更迭, 地方的各自为政, 财源的紧

缺, 使得这些航空建制大都中途夭折 , 成效甚微。整个航空事业在 1927 年以前发展相当缓慢 , 不成系

统, 且集中偏向于军航, 真正意义的民航与航空工业尚未发轫。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 , 蒋介石虽于 1928 年初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 , 拥有了唯一合法的元首

地位 , 但地方各派势力依然存在 , 对中央的实际管辖权存在较大的挑战。发展航空事业 , 对于蒋氏而

言 , 无疑是增强个人权威与加强中央对地方监督与控制的绝妙手段 , 是实现政治一体化所必须的条件。

航政司长沈蕃在 “设立空中交通筹备委员会”的提案中也指出:“空中交通之急需举办 , 绝非只为空中交

通事业之本身之问题, 而实因其仅需少量之资金, 即能沟通现在不相联络之交通事业, 兼可推动各地工

商业之发展。”[2] 更为实际的是, 正如蒋氏所言, 飞机具有每小时超过 300英里的特别速度。[3] (P1) 飞机自

身的优越性、中国现存交通体系的缺陷与国内政治局势的压力 , 使国民政府的航空发展计划提上日程。

在 《实业建设程序》中, 国民政府明确指出:“航空不特为军用国防上之利器, 而且为邮件商用所必需之

交通工具。”因而决定 “限于民国二十四年 ( 1935 年) 底止, 全国必须增加 5 万里以上之航空线及一千

架商用飞机。”[4] (P181)

虽然发展航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之铁路、公路基础耗资要少, 但鉴于中国当时的空港设施、财政状

况, 要建立一个成系统的空中运输网所要耗费的资金仍然不菲, 加之当时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统治地位还

面临着地方军阀与中国共产党的挑战, 蒋政府的财政开支中没有如此巨大的一笔资金来用于发展航空。

同时, 中国严重缺乏发展航空所必须的飞行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空港设备, 仅靠中国政府的

力量来发展航空很是困难。在当时积极吸引外资的思想与政策的引导下, 国民政府的相关部门开始寻求

外资的支持, 以期利用外国的资本与技术来发展民用航空, 使便利商旅与政治军事并重。

国内航空界人士对于发展航空也抱有极大的热情。早在北洋时期, 就有民间团体广州航空协会的成

立。 民国十七年八月 , 全国民用航空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 , 公决组织中华航空协会中枢执行委员会为

全国民用航空最高领导机关, 随奉国府指令, 准予备案。[5] (P5) 随后, 该会迁址上海, 成立秘书处、组织

部、宣传部, 并在各地设立分会, 会员多至万余人, 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重视航空发展的热潮。

中国国内发展航空的热情也与国际市场上各飞机制造厂商寻求销售市场的举动相呼应。自一战后 ,

人们逐渐认识到飞机等新型交通工具所带来的便捷。而对于英、美等西方国家而言 , 倾销战时储备的飞

机、零部件、燃料等相关物资, 减少战争损耗是当务之急。早在 1919 年 , 英国的两家飞机制造厂商就

努力尝试着与北洋政府签订合约, 出售飞机给中国以发展民用航空。但北洋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 政治

局势的混乱以及政府财源的紧缺, 使得英国人试图在中国发展航空事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进入 20世纪 20年代, 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工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美国, 随

着 1926 年 “空军法案”( The Army Air Corps Act) 和 “海军五年计划法案”( Navy’s Five- Year- Program

Act) 出台, 飞机的需求量猛增, 美国航空工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到 1929 年夏, 航空股票的市场价值

达到了 10亿美元。[6] (P6) 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均尽最大可能争取海外市场, 拓展业务。中国近乎空白的航空

市场所蕴涵的巨大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 , 使得它成为各大航空公司在远东的主要目标。寇蒂斯·莱特

( Curtiss- Wright) 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二、权益的较量: 中美双方的谈判

寇蒂斯·莱特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商之一, 拥有 29 个附属公司和 18 个分公司。它于 1928 年组

建了洲际航空公司 ( Intercontinental Aviation, Inc) , 以执行世界扩张计划。公司总经理 Clement M. Keys

在 1928年与南美、欧洲和亚洲的 11国政府谈判, 最终在土耳其建立了一个飞机场, 在古巴开辟了一条

航线。但是, 中国似乎是最能提供吸引力前景的国家。[6] (P6) 当年上半年孙科的美国之行与他作为孙中山

之子的特殊身份, 给美国政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为该公司进军中国提供了一个谈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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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辟在中国的飞机及其配件销售市场, 1928 年 12 月, 寇蒂斯·莱特派遣 R. D. Hayward 至中国与

孙科协商共同发展中国的民航事业。当时孙科虽为铁道部长, 但国民政府此时对于发展航空没有一个正

式的统一的行政主管机构。在蒋介石的默许之下, 孙科与美方代表开始了谈判。

Hayward 表示, 如果能以航空邮运和载运乘客的专利权作为交换条件, 在中国发展航空的资金将不

难获得。[6] (P8、9) 中方认为此举可行, 双方决定继续协商。并且, 国民政府方面保证在 1929年 4月 1 日之

前, 不和任何其他的民航公司签订合同。

为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寇蒂斯·莱特公司于 1929 年 2 月派遣了一个调查团来中国考察投资环境。

Robertson 到达中国后 , 与孙科就发展民航进一步商讨了合作计划。他提议 , 在中美贸易法案之下 , 合

组一个资本额为 1000 万美金的公司, 美方占 60%的股份 , 其余股份由中方承担。该公司将获得中国政

府授权的三条线路上的邮运和客运的专利权。[6] (P12) 三条线路一条沿长江由南京至汉口; 一条以上海为中

心 , 西至汉口 , 南连广州 ; 一条连接南京与北平 , 中途停靠天津或济南。三条路线贯穿南北 , 沟通东

西, 且各站点中, 汉口为中部的商贸集散地, 上海与广州为对外贸易的喉舌 , 天津与济南也是北方的主

要商贸中心, 这充分反映了美方商旅贸易的考虑。但同时, 该路线正好与国民政府加强地方控制的意图

契合 , 在早先规划的九条航空线中, 正好包含这三条。因此 , 对于美方对线路的提议 , 孙科并无异议。

只是针对由中方出资的 40%的股份, 指出无论是中国的私人投资者, 抑或是政府都很难筹集到 400 万美

金。因此提出一个方案 , “在发展时期 , 中国政府以航空邮运资助公司 , 资助金以政府债券的形式支

付。”[6] (P12)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政府债信低下, 其实际收益额很难预料, 加之中国国内的航空邮件的数量

并不多, 很难保证一定的营运额, 美方对合同的签订态度转向迟疑。孙科暗示, 中方正与美国其他的航

空公司进行接洽, 德国航空公司也有可能进入中国民航市场, 且中国政府不与第三方签订类似合同的保

证日期是 4月 1日。此举使美方最终下定决心签署合约。

4月 15 日, 国民政府以训令形式公布了 《中国航空公司条例》, ① 《条例》规定, “中国航空公司资

本总额定为国币一千万元, 由国库一次或分期拨付之。”这与美方所提议的美中六四分股并不一致 , 所

有的资本规定全由国库划拨, 但在中航的组建中, 国民政府并无此支付能力。财力的不足限制了中美合

作中中方权益的保证。同时, 《条例》还规定 , 由国民政府特派理事长一人 , 副理事长二人 , 管理公司

事务, 并由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国民政府委派七人组成理事会, 代表政府监督和稽核公司事务。公司

的中枢管理机构由中央政府设置且隶属于政府, 管理人员按官方级别任派, 具有政府职员身份。这种企

业与市场、职位与才能之间的脱节, 使得中航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实体。而且 , 该 《条例》

完全无法反映中航是一个中美合办的组织, 只字未提美方股东的责任与权限。

在国民政府的授命之下, 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孙科于 4 月 17 日与寇蒂斯·莱特公司的子公司———美

国航空发展公司代表 Robertson签订了 《中美航空邮运合同》。

该合同共 27条, 规定了中国航空公司在筹备、成立、发展各阶段 , 中美双方各应承担的责任和享

有的权益。② 合同在中国政府命令核准后发生效力, 双方对条文解说发生异议时, 以英文文件为准。

经过近六个月的准备, 10月 12日至 13日, 上海—南京—汉口航线试航。21 日, 沪汉线正式开航,

上海、南京、九江及汉口间航空邮运 , 也于当日起开办。美国 《芝加哥论坛报》远东记者埃德加·斯洛

在报道中热情地欢呼:“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7] (P4) 《申报》刊载消息称:“中国航空公司沪

①内容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档案 , 全宗号四九三 , 案卷号 88; 民航总局编纂 《中国

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 1997 年版 , 第 34- 35 页。1929 年 4 月 16 日的 《申报》、《银行周报》刊载

了摘要。

②合同全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档案 , 全宗号四九三 , 案卷号 88; 民航总局编纂 《中

国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 1997 年版 , 第 37- 44 页 ; 王世敏 , 民航华东地区史志编纂办公室 《上

海民用航空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949- 9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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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线开航后, 理事长孙科接到欧美各国政商界要人贺电甚多, 对中国商业航空之实行, 极表好感。”[8]

三、权争与维权: 国人对中航的反应

由于受不同资本集团支持的政府人士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 [9] (P13) 《合同》签字不久, 国民政府各部

门之间就发生了争执。交通部、铁道部、军政部、航空署之间为争夺对航空的控制权, 矛盾步步升级。

《合同》刚签订 , 交通部长王伯群就指控铁道部越权 , ① 并上诉到高等法院。航空署长张静愚也要

求终止中国航空公司并撤销与美国人的合同。张氏宣称 , 这个项目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 , “虽然他用了

爱国主义的话语, 实际上, 张氏是想把所有的航空控制在军方手中。”[6] (P15) 6月, 当张静愚被免去航空署

长一职时, 报纸亦大肆渲染, 张在组织航空协进会时 , 孙科即不满其行为。随后 , 孙科组建中航公司 ,

主办民用航空, 与首倡民航的中华航空协进会两厢窒碍, 张终被免职。[10] (P456)

中华航空协进会亦通电全国, 反对中国航空公司与美订立包办航线合同, 指出:“向之所谓中国航空

公司者, 实一美国的中国航空公司者! 中国人除做航空公司的理事长或理事外, 在飞机上仅绘有中国国

徽而已!”[11] 并公开印发特刊, 逐条抨击中美航空邮务合同。

利用舆论造势的同时, 交通部亦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来抵制中航的正常开办。

1929年 5月, 即 《合同》签字还不到一个月, 交通部就与 Stinson公司签约购买了四架史蒂孙飞机,

并于 7 月 8 日开办沪蓉航空线, 经营上海至南京间的邮运。这与合同中第 22 条所规定的 “其他公司和

个人概不得在本合同规定线路内, 经营平行或与本公司直接竞争之航空邮务路线”是相违背的。但是国

民政府并未采取相应措施来阻止此种行为, 美方也未对这一明显违反合同的行为提出抗议, 最主要的原

因可能在于美方报酬的多少不取决于载运邮件重量的多少, 而是按飞行里数计算。中航与沪蓉航空管理

处的航线重叠, 相互之间竞争, 均蒙不利, 只有美方根据合同, 丝毫不受互争的影响。

同时 , 交通部拒绝授予中航飞机在所有民用飞机场中的着陆权。[12](P42) 在最高法院介入未果的情况

下, 中方被迫与美方签订六厘空港金币借款合同。中方向美航空公司借款美金 100 万元 , 用于购买和修

理地基, 建设上海至汉口、南京至北平、汉口至广州航线上的空港以及中途停留场所。[13] (P34)

王伯群还以航空费用的支出归属于邮政预算之内 , 年初的预算中没有包括中航的国家财政补贴为

由, 拒绝支付 《中国航空公司条例》中规定的由国库一次或分期拨给的 1000 万元资本金 , 这使得中航

本来就很糟糕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10 月 28 日, 即沪汉线正式开航一个星期后, 美国航空发展公司将合同中美方的全部权益 , 转让给

了美国飞运公司。② 中航在其后运转的近三个月内, 因为载运邮件、乘客不多, 收入有限 , 而付与美方

人员的酬金每天需美金 4500 元 , 财务亏空 , 一月损失近 10 万美元。孙科迫于国内舆论压力 , 于 12 月

初辞职, 国民政府委派王伯群出任新任理事长, 并派员接收中航。[14]

更换理事长后, 政府内部和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中国航空公司的运作。在航空邮务方面, 王伯群认为

合同对邮运的规定, 全依美国成例, 与中国商事习惯不合, 使中国邮政蒙受巨额损失 , 中航财政难以维

系。[15] 沪蓉航空管理处主任聂开一认为, 合同使美方处于包办者地位, 既赋予专利, 酬金计算又近于讹

诈, 我方丧失空权, 影响邮务。[16] (P460- 462) 公司筹备中的所有重要事项, 均由美方包办, 中方人员无权过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交通部档案 , 全宗号二 0 ( 2) , 案卷号 101, 《“五十年来之中国交通”底稿》; [法]

米歇尔·乔治 《穹苍迹———1909- 1949 年的中国航空》, 杨常修译 , 航空工业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13 页 ; 曹均伟 《近代

中国利用外资》,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91 年 , 第 320 页。对于各部门之间在合同协商、谈判之时 , 是否存在反对

意见 , 现有材料没有相关记载。

②飞运公司是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的母公司洲际航空公司所属的一个分公司。合同第 25 条 “公司得将本合同规定之

权利、名义及关系 , 转移于一专为执行本合同条文而创立之美国公司 , 惟除有中国公司书面认可外 , 不得将合同转移于

其他公司或个人。”姚峻主编的 《中国航空史》(大象出版社 , 2000 年) 中认为 “这是无视中国主权的做法”(第 73 页) ,

似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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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这与原拟的引进外国技术与人才, 在中国的统一管理之下, 共同发展航空的初衷完全相悖。全国邮

务工会、上海等各大城市邮务职工也强烈抗议外国航空运输公司承揽邮件运送。航空界各地代表也在南

京举行集体抗议。

面对社会各界的反对与中航日益严重的财政亏空, 国民政府责令交通、军政、财政、外交四部和中

航共同商讨对策, 与美方协商修改办法。双方在经过长达近五个月的谈判之后 , 终于签订了新的合同。

《中美航空邮务合同》废除, 中国航空公司在政府内部各相关利益集团的权争与国民维护航空主权的浪

潮中落幕。为与其后重组的中国航空公司相区别, 民航史中多将之称为前中国航空公司。

四、体制的缺失:“悲剧”的根源

由孙科牵头主持的中国航空公司, 从其成立到结束仅一年多时间。其间, 理事长与美方股权均两易

其主, 政府内部权争不已, 社会各界多予以反对。反思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完善的外资引进体制

的缺失。

(一) 国民政府对于中外合办企业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谓 “合资经营”是一种业务关系的形式。

它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包括合伙资产、联合管理和根据共同协商同意的方式, 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17] (P3)

分担风险和分享收益是合资经营最显著的特点 , 而中美合同对于双方股本、组织结构、管理机构组成、

财务核算办法、劳动管理等方面都无相关规定, 且美方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 所受收益照章获得, 与企

业运营好坏无关, 不符合 “合资企业”的基本内涵, 中方却仍认可了这样一个给予美方以包办特权的合

同的合法性。同时 , 中美合办航空, 国民政府的初衷本为引进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与人才 , 兴办实业。

中方给予了外国人优厚的待遇与工作保障 , 但并没有要求他们负责训练中国国籍的工程师、技术助理

员、技术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等, 中外合办形式并没有达到培养中国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目的。

(二) 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中缺乏对引进外资的相关规划。中外合办只是完成国家经济建设的办理

方式之一, 合办企业应基于整个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建立。中航在它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 于社会经济发

展鲜有裨益, 反而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就企业本身而言, 也缺乏详细设计。中航对于自

身的发展规模、运营能力、资本增殖比例等事先并无规划, 结果导致在开办一个月内就出现严重的资金

周转不灵问题。

(三) 国民政府对于中外合办企业的相关司法建制不健全。企业本应通过向政府主管机关申请登记,

注册成立, 并遵守政府所定的一切有关法令与规则, 缴纳所得税和其他应纳各税。而中国航空公司的合

法地位由国民政府训令授予 , 且合同中明文规定 , 美方免交营业税与各项财产税。对于国民政府于

1929 年 3 月对兴办中外合资企业法令规定: 中方股份须占全部股份的 51%以上 , 董事长及总经理等重

要职位须由华人担任, 中方董事须占多数等 , 《中美航空邮务合同》无一条款遵循这一原则 , 但同样获

得了通过。此外, 政府对于中外合办企业中, 员工薪给报酬的合同标准、员工享有的福利设施等并无事

先统筹, 分别加以规定。中航在合同谈判中, 给予美方优厚的福利条件, 而中方员工待遇只字未提。

(四) 国家没有一个统筹利用外资的机构来开辟外资来源 , 谋划合理地运用外资。国家、地方、中

央各部门均有权与外方接洽, 借用外资, 导致步调不一, 条件参差, 且易形成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

的利权之争。国民政府各部的组织机构设置多有重叠, 权责不明。就民航而言, 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航

空行政系统。交通部下设总务、邮政、电政、航政四司, 各司又分科办事。邮政司空运科可职掌资本之

拨划、邮运合同及股票之保管、邮运航空资率之核定、航空线路之审核; 航政司航务科可职掌航空机关

高级职员之任免、调派、考核、奖惩及抚恤事项。[18] (P15、19、25) 财务、营业、人事分属不同司科, 且对于各

部门之间互相执肘并无防范措施。各个部门与个人政治利益之间的纠缠使得中航的发展一波三折 , 困难

重重。

(五) 企业人事、机构设置并非以事执人 , 选贤任能 , 官僚化倾向严重 , 政府对企业控制森严。中

航存在的一年多中, 两任理事长孙科与王伯群, 分别以铁道部长与交通部长身份兼任; 三位副理事长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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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李仲公和张惠长中 , 熊、张二人同期先后继任军政部航空署署长 ; 理事七人林实、卢维溥、张静

愚、姚锡九、张惠长、朱庭祺、张轶欧中, 张静愚与姚锡九同期先后继任航空署副署长, 卢维溥曾与张

惠长共同供职于广东航空处, 任飞机修理厂厂长, 朱庭祺曾任交通部铁路联运处处长、胶济铁路管理局

副局长等职, 张轶欧曾任矿政司司长和商业司司长。[19] 除林实与张轶欧无明显的派系归属以外 , 各理事

分属航空署与铁道系统, 且以航空署的人员居多。孙科的卸任与理事会中军方人士居多, 难服统辖不无

关系。各位大员均由国民政府按不同级别任命参与公司, 代表政府管理与监督公司, 使得中航并无独立

的经营管理权限, 相较于企业, 更像一个国民政府发展民航的派出机构。

(六) 国民政府建设实业的配套资金不足。国民政府无法大力投资民航的事实 , 使得中方不得不以

大量的让渡主权来换取中航的建立。再者 , 就整个世界局势来看 , 1929 年 , 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大危

机之中 , 航空股票原本过热的状况突然全线崩溃 , 使得绝大部分航空公司倒闭 , 寇蒂斯·莱特公司也损

失惨重。如此情势之下, 美方很难在中航中继续加大投资。

中美合办中国航空公司失败的结局 , 充分反应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引资活动中的政策与体制缺陷。

它在合办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政府对中外合办领域实体状况的不了解、引进与谈判中的无法可依、执法

不严、主事机构不统一、政企不分等问题为后来以技术引进为主, 中外合办企业的引资方式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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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creation seeks matching words with its connotation similarly like what written by one person, in its style and

mood in general. Last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uch type of poetry influenced upon ancient Chinese drama

and novels of the later ages.

A Sub- regional Division in the Basic Area of Hakka’s Dialect, Mainly Depending on Vocabulary

Wen Changyan 141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of vocabulary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 Hakka dialect within the basic area

of Hakka’s dialec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the south part ,the north part and the part mixed with the

south one and the north one. The division ha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f sound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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